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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铜提筒与江东原始瓷筒形器的比较研究

——兼论百越文化视野下的提筒形器

高逸凡
*1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内容提要】：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的铜提筒在当地越文化中具有代表性。江东地区西周春秋时期的墓葬或遗址中

常出土一类带提耳的原始瓷筒形器，其造型独特，纹饰繁复，在尺寸、器形等方面与铜提筒多有相似之处。从浙江

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出土的一批标本器入手，对这一类筒形器重新进行类型学分析，然后就其主要的功能性因素

与岭南铜提筒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明确二者的相关性，进而归纳出此类提筒形器在春秋以后南方各地出现的规律。

该形制可能并非被动传播的文化因素，而是百越文化背景下各地的统治阶层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为凝聚族群

认同，维护统治利益，而对文化因素和器物形制作出主动选择和“策略性操控”的产物。

【关键词】：铜提筒;原始瓷筒形器;吴越;岭南;策略性操控

【中图分类号】：K871.41 【文献标识码】：Ａ

一、岭南地区的铜提筒及其研究现状

“提筒”这一概念最早由岭南考古的研究者们提出并使用，这类器物“以其器形如筒，又有对称贯耳以供系绳，故名提筒

（或写作提桶、提筩）”
［1］

。岭南地区的提筒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
［2］

，兴盛于西汉南越国时期（公元前 2 世纪）的西江流域和

东山文化时期（公元前 3 世纪到公元 1 世纪）的越南红河下游三角洲地带，以青铜提筒最为流行，南越国时期也开始流行陶提

筒，其造型与铜提筒相似而体积略小，并在铜提筒消失后的两汉时期继续流行，直至魏晋时才最终消失
［3］

。铜提筒及其后继者

陶提筒都是岭南战国秦汉时期越文化中的典型越式器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中所出土的一批铜、陶提筒

（图一）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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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提筒，最大者高 50 厘米（B57），最小者高 21厘米（G37），一般高度在 35 厘米左右（如 B59）。器身皆为筒形，一类

直口稍大，中腰以下收缩（如 G37）；另一类口部稍敛（如 E78）或作子母口（如 B59），中腰微鼓，底部略收缩，皆有圈足，

以后者居多。提耳亦分为环首直耳（用以穿绳提扛）与小贯耳（或简化为圆柱形实鼻，用以穿绳拴盖）所组成的复耳（如 B58）、

贯耳（如 E78）以及环鼻耳（如 C61，较少见）三种，各种提耳与两类器身均可组合，并无定规。所有提筒基本均留有木盖痕迹。

各类提筒周身均有几何形纹晕带，大提筒晕带较多较复杂，小提筒则较少较简单，B59 上还饰有羽人船猎为主题的实物图像，较

为罕见。

陶提筒与铜提筒类似，亦可依器身形态分为直口直身（如 C89）和敛口鼓腰（如 C88）两类，提耳皆为贯耳，器底则皆为平

底
［5］

。

《西汉南越王墓》根据提耳形态的不同，统一将所出铜、陶提筒分为二型
［6］

。

Ⅰ型：一对环形竖耳与其内一对圆形贯耳所组成的组合型提耳，包括铜提筒 B57、B58、B59、G37、G48。

Ⅱ型：一对贯耳或环鼻耳，包括铜提筒 C61、E78、G44、G47，以及陶提筒 C88、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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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所出铜提筒的情况与两广相似，其中有些“口部收敛和中腰鼓出的程度都较明显”者（图二），则被黄展岳先生归入

与两广提筒“具有明显区别”的另类，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广州南越王墓铜提筒 E78 在这两点上与这类越南铜提筒就是非常

相似的，更遑论二者在尺寸、纹饰等方面的相似性。因此笔者认为这类越南铜提筒仍应与岭南铜提筒归为具有相同文化因素的

一类器物。

此外，以器耳形态作为分型标准恐也有失偏颇，我们不妨基于器腹和口沿形态来对岭南铜提筒重新进行分型。

A 型：器腹中上部微鼓，下腹平缓近垂直，敛口或子母口，标本有广州西汉南越王墓铜提筒 B58、B59（图一︰1、2）、肇

庆北岭松山 1 号墓出土铜提筒 1︰11（图八︰1）等。

B 型：器腹中上部鼓出，下腹平缓斜内收，敛口或子母口，标本有广州西汉南越王墓铜提筒 C61、E78（图一︰3、5）、越

南东山文化时期的铜提筒（图二）等。

C 型：斜直腹内收，敞口，标本有西汉南越王墓铜提筒 G37（图一︰6）、广州汉墓所出的西汉铜提筒 1097︰28（图三）
［9］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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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学界对岭南地区铜提筒的认识现状出发，可以归纳出铜提筒的一些主要特征：

器身为筒形，最大腹径在口部或中部偏上处，高度一般在 20～50 厘米间。

口径较大，作敛口、子母口或敞口，多配木盖。

中腹以上皆有提耳可供穿绳提扛之用。

4.筒形器身上装饰有大量的几何纹晕带或实物图像纹饰带。

5.多出自等级较高的越族墓葬中，系战国秦汉时期岭南、交趾越文化中的典型器物。

二、江东地区西周春秋时期的原始瓷筒形器

江东地区西、北限自大江，东临大海，南入武夷，是越文化最早成熟并出现国家政权的地区，故历来又以其国吴、越为名。

江东吴越之地也是青瓷器烧造的起源地，早在西周时期，当地的原住民就开始使用原始瓷礼器作为陪葬器物，落葬于高等级的

土墩墓中。到了战国时代，越国贵族更是用全套原始瓷制的礼器、乐器取代同类青铜器陪葬入墓，如江苏无锡鸿山越墓和浙江

长兴鼻子山越墓等。这一现象在战国时期江东地区的越国墓葬中非常普遍，学界目前一般认为用原始青瓷礼器取代青铜礼器陪

葬正是本地区越墓的特色之一
［10］

。

在江东地区各地出土的西周春秋时期的原始瓷器中，有一类筒形器器形独特，纹饰繁复，引人注目。其例有江苏镇江博物

馆所藏溧水、丹阳等地出土的“青釉原始瓷筒形罐”
［11］

，常州博物馆所藏“春秋原始青瓷尊”
［12］

、武进淹城遗址出土的“原

始瓷筒形罐”
［13］

；浙江绍兴平水镇出土的“原始青瓷桶形器”
［14］

，浙江省博物馆所藏德清皇坟堆出土的“西周原始瓷筩”
［15］

、

德清三合塔山土墩墓中出土的“原始青瓷罐”
［16］

，以及龙游县博物馆收藏的“原始瓷卣”
［17］

等（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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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原始瓷筒形器的共同特征是：

1.器身为最大腹径偏上的筒形。

2.口径较大，口部形态为子母口内敛后微折沿。

3.肩部有一对绳纹的倒“U”形提耳，但紧贴器身，不具实用性。

4.器身满饰多层繁复纹饰，但都系均匀规律分布的几何纹。

出土于苏南、浙江西周春秋时期的遗址、墓葬中，又都是原始青瓷器，这类筒形器按理应属西周春秋时期吴越地区的越人

所烧造的器物。

在浙江德清火烧山，考古人员发现了烧造这类原始青瓷筒形器最早的龙窑窑址
［18］

，并在各时期地层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该

类器物，使我们获得了观察其发展演变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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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在《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和相关研究文章中
［19］

，以及一些博

物馆的说明里
［20］

，会将这类原始瓷筒形器称作“原始瓷卣”，其缘由是德清火烧山窑址中还出土有一类数量很少的“垂腹卣”

（图五）
［21］

，报告中将其分为 B 型“原始瓷卣”，而原始瓷筒形器（“筒形卣”）则被分为 A型“原始瓷卣”。报告作者认为，

“垂腹卣”与青铜器中的卣相似，应为仿青铜器的原始瓷礼器，而筒形卣“可能是青铜垂腹卣的一种地方变形”，“部分装饰

纹样，可能也与青铜器上的纹样有关”
［22］

。

对于此说，笔者是持怀疑态度的。首先，青铜提梁卣是较为常见的中原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其器型垂腹、圈足、环形耳系

铜提梁，一般配有铜盖，纹饰形象丰富立体。与之相较，火烧山出土的青瓷“垂腹卣”既无与之相配的同质地的瓷盖，也无圈

足、提梁，其双系作横耳，也与青铜卣的环形竖耳不同；至于“垂腹”，火烧山 B 型卣中只有少数最大腹径偏下者，报告所示

四例标本中甚至仅见一例（图五︰1）
［23］

，其余三例的最大腹径均在中部偏上处。而火烧山 A、B 型卣器身上所装饰的一类纹饰，

也与中原同时期青铜卣的纹饰差别显著，实在无法确认二者之间的联系，报告作者对此也只能是含糊其辞。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火烧山“B 型原始瓷卣”不应被命名为“垂腹卣”，其器型、纹饰也并非仿自中原的青铜提梁卣。而

“A型原始瓷卣”在器形、尺寸等方面也与“B 型卣”差异巨大，更不能被命名为“卣”，其文化源流和命名问题都还有待进一

步的探讨。因此在下文中，我们仍将“A 型原始瓷卣”称为“原始瓷筒形器”，以便与真正的“卣”以及所谓的“B型原始瓷卣”

区分开来。

《报告》主要依据纹饰的区别，将这类原始瓷筒形器分为了三式
［24］

。这样的分析方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将器型、尺寸

差异巨大的原始瓷筒形器和“垂腹卣”归为一类器物而分为 A、B 两型，其后通过分式来区分细节差异，导致分式结果在地层关

系上出现混乱。其次，仅仅以纹饰作为分式依据，而不考虑器型的演变规律，会造成分式标准的片面和模糊。就《报告》中分

式的结果看，这两方面的后果的确都是存在的：

1.探方 T0304 较早地层中出土的原始瓷筒形器标本 T0304 b︰15 被分为Ⅲ式，而同一探方较晚地层中出土的 T0304⑩︰反而

被分为Ⅱ式。

2.Ⅱ、Ⅲ式原始瓷筒形器的分式依据主要是前者器腹的对称弧形纹是上、下二道弧线而后者是三道。但Ⅲ式标本 T0403⑤︰

却是上、下四道弧线。此外，T0403⑤︰ 肩部的细密横向水波纹也与Ⅱ、Ⅲ式其他“A型卣”肩部、腹部近肩处的纵向或斜向阴

线水波纹区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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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报告》所示的原始瓷筒形器标本器中，有的装有一对“倒 U 型”系耳，有的没有，而没有系耳者在器物尺寸上均

明显小于有系耳者，有的器腹上甚至光素无纹
［25］

。是以笔者认为有系耳者和无系耳者在研究中是应当予以区分的两类器物，而

本文所关注的只是与岭南铜提筒更为相似的有系耳者，无系耳者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有必要对《报告》中所示的，上腹近肩处有一对绳索状“倒 U 型”系耳的原始瓷筒形器进行专门的考

察。综合考虑器型与纹饰的特征及其演变规律，我们得以对这类原始瓷筒形器重新进行类型学分析。

依据器腹、口沿和纹饰的形态，《报告》所示的 10 件标本器可分为三型，主要依据纹饰细节的变化，三型内部又分为各式

（图六）。

A型：上腹垂直，中腹以下弧腹内收。子母口，母口外沿包一周上翘凸棱。器腹饰多层平行分布的纹饰带，以带卷云的 S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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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为主，也有勾连纹。

Ⅰ式：器腹饰拍印双勾线带卷云 S形纹。标本 T0403⑨︰0，子口沿内饰有弦纹。拍印纹饰带六层，阴线较浅，下腹近底处

素面。口径 19.2、腹径 22.4、底径 16.4、高 31.6 厘米。

Ⅱ式：器腹饰相间的拍印单线带卷云 S 形纹及单线勾连纹。标本 T0505⑤︰，子口沿内饰有弦纹。拍印纹饰带八层，有重

叠拍印现象。口径 25.6、腹径 28.4、底径 20.4、高 32.4 厘米。

Ⅲ式：器腹饰相间的刻划单线卷云 S 形纹及单线勾连纹，系耳左、右、下方及子口上饰有 S 形附加堆纹。标本 H9︰3，残

存口沿、上腹。子口沿内饰有弦纹。纹饰带留有三层，纹饰杂乱。口径 25.8、残高 17.4 厘米。

B型：器腹自肩部或上腹开始斜弧腹内收，最大腹径偏上部。折肩，折肩处包一周上翘凸棱，敛口，折沿。器腹满饰多排平

行分布的纹饰带，以涡纹和 S 形纹的组合纹饰为主，肩部饰斜向水波纹，上腹近肩处饰纵向水波纹，或只有肩部饰密集横向水

波纹。

Ⅰ式：器腹自肩部开始斜弧腹内收。肩部饰斜向水波纹，上腹近肩处饰纵向水波纹，腹部纹饰带中的涡纹由上、下各三道

弧线构成。标本 T0304 b︰15，口沿沿面饰有两道凹弦纹，器肩、腹满布纹饰，器腹拍印纹饰带八层，阳线，排列整齐紧密。口

径 28、底径 20、高 31.6 厘米。T0304⑨︰5，平底略内凹。口沿沿面饰有弦纹，器肩、腹满布纹饰，拍印纹饰带八层，阳线。

口径 30.4、底径 20.8、高 35.2 厘米。

Ⅱ式：器腹自上腹开始斜弧腹内收。肩部饰密集横向水波纹，腹部纹饰带中的涡纹由上、下各四道弧线构成。标本 T0403

⑤︰，口沿沿面饰有两道凹弦纹，腹部满饰拍印纹饰带，共九层，排列紧密有序。口径 22.8、腹径 27.2、底径 16.4、高 30.8

厘米。

C 型：器腹中上部微鼓，其下弧腹内收，最大腹径偏中部。微折肩，折肩处包一周上翘凸棱，微敛口，折沿。器腹满饰多

排平行分布的纹饰带，以涡纹和 S 形纹的组合纹饰为主，肩部及上腹近肩处饰纵向水波纹。

Ⅰ式：腹部纹饰带中的涡纹由上、下各两道弧线构成。标本 T0304⑩︰5，口沿面上饰凹弦纹一道，器肩、腹满布纹饰，器

腹拍印纹饰带十一层，排列整齐，阳线。口径 32.4、底径 26.8、高 39.6 厘米。

Ⅱ式：腹部纹饰带中的涡纹由上、下各三道弧线构成。标本 T0304⑩︰，口沿面上饰凹弦纹三道，器肩、腹满布纹饰，器腹

拍印纹饰带十二层，排列较整齐紧密，阳线。口径 29.6、底径 25.2、高 36 厘米。T0304⑩︰4，残，器形、纹饰信息报告中不

详，据线图判断，器肩、腹满布纹饰，器腹拍印纹饰带八层。口径 30.4、底径 28、高 36 厘米。T0304⑩︰7，器形、纹饰信息

报告中不详，据线图判断，器肩、腹满布纹饰，器腹拍印纹饰带十二层。口径 30、底径 28、高 37.6 厘米
［26］

。

根据《报告》中的分期和时代推测，A 型各式标本器均属第二期遗物，年代为春秋早期前段；从层位关系来看，Ⅰ式标本

器 T0403⑨︰0 年代最早，Ⅱ式标本器 T0505⑤︰ 次之，而Ⅲ式标本器 H9︰3 年代最晚。

B 型Ⅰ式标本器标本 T0304 b︰15 属第三期遗物，年代为春秋早期中段；Ⅱ式标本器 T0403⑤︰属第五期遗物，年代为春

秋中期前段；Ⅰ式标本器 T0304⑨︰属第六期遗物，年代为春秋中期中段。

C 型各式标本器均属第四期遗物，年代为春秋早期后段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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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断，A型原始瓷筒形器出现最早，B型Ⅰ式次之，C型又次之，而 B型Ⅱ式出现最晚。

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出土的这批原始瓷筒形器型式丰富且年代早晚有别，可以揭示出这一形制的一些演变规律：在器型

方面，从 A 型由矮直口或敛口与一圈上翘凸棱所组成的子母口，发展出 B 型、C 型的侈口折肩+凸棱或微折沿敛口+凸棱的组合。

虽然子口部分变高变宽，其上也出现了纹饰，使人很难再将其与子母口联系起来，但 B、C 型筒形器肩部一圈上翘的凸棱仍然显

示出这种口、肩组合是从 A 型筒形器的子母口一脉相承而来。

另外，由 A 型近直的器腹分化出 B型上大下收的器腹和 C 型中腹微鼓的器腹，也是器型演变的线索之一。

在纹饰方面，器肩处水波纹的出现（B型Ⅰ式）及其精美化（B 型Ⅱ式）、器腹纹饰带中的主体纹饰由卷云（A 型）演变为

涡纹（B、C 型）、构成涡纹的弧线由少变多、纹饰带层数的增加，以及拍印单元排列的密集化等，都是原始瓷筒形器形制演变

的重要线索。

在江苏江阴周庄 JZD3 东周土墩墓中，出有一件年代约在春秋晚期的印纹硬陶“筒形器”M1︰4（图七）。该器上腹微鼓，

最大腹径偏上，中腹以下斜直内收，高 36.6 厘米，矮直口微折沿，双唇，折肩，肩上一道凸弦纹，平底内凹，肩、腹部贴绞丝

（绳索）状提手高出器肩，腹上部饰水波纹，下部饰菱形填线纹
［28］

。该器继承了春秋早、中期原始瓷筒形器的许多特点，如肩

部的上翘凸棱、绳索状系耳、沿面凹弦纹等，在器型上与德清火烧山 B 型Ⅱ式原始瓷筒形器较为接近。然而相比之下，其系耳

变大、尾部相交，折肩进一步宽平化，平底内凹也更加明显。江阴大松墩和江苏宜兴潢潼土墩墓也出土了形制与此相类的印纹

硬陶筒形器
［29］

。在越墓中，陪葬印纹硬陶礼器还是原始瓷礼器是等级差异的表现，而形制上二者往往是相似或相同的。这些印

纹硬陶筒形器对于我们认识江东地区陶瓷筒形器在春秋晚期的演变方向应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春秋时期原始青瓷器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主要是江东地区的越人和吴人，原始青瓷是在印纹硬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江东地区

吴越文化的代表性文化因素。上述的这类原始青瓷筒形器尺寸大、纹饰丰富，其贴塑的系耳又全都不留孔隙，难具实用。依此

判断，原始瓷筒形器应当是江东地区越人为高等级墓葬专门烧造的高等级陪葬器物，即使是只陪葬了器型相似的印纹硬陶筒形

器的江阴周庄 JZD3 东周土墩墓，也已是一墩一墓，墓室长达 18.2 米，并使用木炭包裹的高等级越墓了
［30］

。虽然就目前已公布

的考古材料来看，江东地区并未发现与原始瓷筒形器形制相似的青铜器，但鉴于江东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贵族墓葬，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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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仿青铜器的青瓷礼、乐器代替青铜器陪葬的葬俗，也不能排除原始青瓷筒形器存在青铜器原型的可能性。当然，如果其原型

是木制的提筒类器物，如江浙、福建等地至今流行的传统婚礼用器“子孙桶”一般的话，那这些木制品保存至今并被发现的概

率应当就更低了。

三、岭南地区铜提筒与江东地区原始青瓷筒形器的文化因素比较研究

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的铜提筒与江东地区春秋时期的原始青瓷筒形器，二者造型相似（图八），又都系当地越人所使用的高

等级器物，在百越文化的视野下很可能属于两地越文化所共有的文化因素。为检验这一推论，我们有必要对“铜提筒”和“筒

形器”的功能性因素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

铜提筒的功能性因素主要有三：一是具有一定形态特征的筒形容器，二是穿绳提扛所用之提耳（系耳），三是作为高等级

器物的纹饰。以此为线索，我们来审视筒形器的相关造型细节。

1.具有一定形态特征的筒形容器

作为筒形容器，口径与高度的比例以及器腹的形态决定了铜提筒的基本造型特征，在此基础上，其高度又成为了反映其尺

寸的标杆。

在器腹形态方面，岭南铜提筒有 A 型的中上部微鼓，下腹平缓近垂直者，有 B 型的中上部鼓出，下腹平缓斜内收者，也有

C 型的斜直腹内收者，共计三种主要类型。相比之下，德清火烧山 C 型筒形器的器腹形态与岭南 A 型铜提筒相似，而 B 型筒形

器则与 B 型铜提筒相仿。

在此基础上观察双方的口径-高度比，数值也很接近。如南越王墓 B58 为 1︰1.14
［32］

，火烧山 C 型Ⅰ式标本 T0304⑩︰5 为

1︰1.22、C 型Ⅱ式标本 T0304⑩︰ 亦为 1︰1.22；南越王墓 E78 为 1︰1.14
［33］

，火烧山 B 型Ⅰ式标本 T0304⑨︰ 为 1︰1.15、

B 型Ⅱ式标本 T0403⑤︰ 为 1︰1.35；《广州汉墓》铜提筒 1097︰28 为 1︰1.06，火烧山 B型Ⅰ式标本 T0304 b︰15为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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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度方面，铜提筒有低至 21 厘米者，亦有高至近 50 厘米者，但一般高度都在 35 厘米左右
［34］

。而《报告》所示的德清

火烧山 8 件较为完整的筒形器标本，其高度分别为 31.6、32.4、39.6、35.2、36、36、37.6、31.6 厘米，平均高度 35.04 厘米，

正与铜提筒的一般高度相仿。江阴周庄 JZD3 东周土墩墓所出的印纹硬陶筒形器 M1︰4，其高度也接近这一平均数值，为 36.6 厘

米
［35］

。

2.穿绳提扛所用之提耳（系耳）

铜提筒的提耳主要有环首直耳（用以穿绳提扛）与小贯耳（或简化为圆柱形实鼻，用以穿绳拴盖）所组成的复耳、贯耳，

以及环鼻耳三种，其中环鼻耳很少见，而环首复耳又较贯耳更为常见。三种提耳都是两个一对安装于器腹上部近口沿处，且其

顶端皆不及口沿。

筒形器的系耳则都呈绳索（或谓“绞丝”）状的倒“U”型，两个一对贴塑于器腹上部近口沿处，其顶端不及口沿，与器腹

之间也没有任何缝隙。

筒形器的倒“U”型系耳与铜提筒的环首直耳在造型上的相似程度很高，前者绳索或绞丝状的外观与后者侧面的绳纹
［36］

也

可谓是理念相通。最为关键的是，二者的安装位置也几乎完全一致，唯一不同者只是筒形器的系耳紧紧贴塑于器身，实际无法

使用，表明了其明器的属性。这应当也是当地工匠在烧造青铜器的青瓷仿制品的过程中，对这类纤细部件所进行的迁就处理。

可以推想，若原始瓷筒形器存在原型青铜器的话，则其系耳的造型应当与岭南铜提筒的提耳更为接近。

3.作为高等级器物的纹饰

铜提筒作为岭南战国秦汉时期越式青铜器的代表之一，其器身纹饰非常丰富精美，皆呈带状上下平行分布。纹饰的主要类

型有栉齿纹、双线勾连菱形纹、重圈圆点纹、勾连重圈纹、弦纹等，少数器物还饰有实物形象如羽人船猎纹、戟纹等，这样的

纹饰使用程度是同时期岭南其他越式青铜器难以比肩的。

筒形器作为江东西周春秋时期特色鲜明的原始瓷器，其器身纹饰以拍印纹为主，分布面积非常大，亦呈带状上下平行排列；

但较铜提筒的纹饰带更为密集，不留空隙，纹饰类型主要有带卷云的 S 形纹、S 形纹+涡纹的组合纹饰、菱形云纹、水波纹、弦

纹等，也是江东同时期原始瓷器中纹饰最为精美繁复的一类器物。

铜提筒与筒形器在出现时代和地域上都有一定的距离，其纹饰风格不可能不存在差异。尽管如此，二者的纹饰却仍然具有

相当多的共性，其繁复的几何纹样以及上下平行带状分布的特点，应当都共同导源于南方越文化中几何印纹陶的传统文化因素。

四、关于江东和岭南所见提筒形器之间关系的阐释

岭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铜提筒与江东地区春秋时期的原始瓷筒形器，在决定其器物性质的几项功能性因素方面如此相似，

以至于我们在直观上很难否定二者形制的相关性。联系南方吴越和百越地区共通的越文化背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

关系呢？

对此叶文宪认为，“西汉初流行于南越国的铜提筒是典型的越式器物，所以它的祖型应该到越人的器物中去寻找”；而同

为越人所使用的“江南西周春秋时期的直腹罐”
［37］

应该就是西汉初提筒的原型
［38］

。郑小炉也提出：“战国晚期到西汉时期两

广地区常见的附耳筩与浙江土墩墓中常见的原始瓷深腹附耳罐形制非常接近，二者之间应当存在着一定的承继关系。”
［39］

而原始瓷筒形器作为春秋时期江东越人为陪葬所专门烧造的高级青瓷器的一种，其原型很可能也与其他青瓷礼、乐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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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青铜制的实用器物，而这种青铜制的筒形器也许会与岭南地区的铜提筒更为相类。据此，我们或应将上述的原始瓷筒形器和

印纹硬陶筒形器视为早期的提筒。

然而，从春秋中晚期的江东地区到战国晚期的岭南地区，提筒这一形制却并无清晰的传播路线可辨。在江东地区战国时代

的越墓中，提筒形器已难觅踪影。而在周边地区，提筒形器的再次出现已是西汉早中期的闽北地区了。可见，单纯的形制传播

理论是很难解释江东原始瓷筒形器与岭南铜提筒之间的相似性的。

那么，除了传播路线，南方百越地区提筒形器的出现还有什么规律可循呢？就目前已公布的资料来看，从西汉到六朝，南

方的百越故地还曾出现过以下这些提筒形器物。

在闽北的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中，出土有六件制作精良的硬陶提筒
［40］

，其年代下限不超过西汉中期
［41］

。这些提筒中，有

口沿形态与火烧山 A 型原始瓷提筒一致者，也有器腹纹饰与岭南陶提筒相类者，而其提耳造型又与二者皆异，系江东地区战国

秦汉时期陶瓷器物上常见的桥形耳（图九）。虽然学界对于城村汉城遗址究竟系闽越王的都城还是东越王余善的王城仍然存在

争议
［42］

，但这些提筒属于西汉时期当地的越人贵族应当是比较合理的推断。

在南京江宁前郑家边东汉 M2
［43］

、江苏高淳下坝东汉 M2
［44］

、安徽歙县西村东汉墓
［45］

、浙江龙游仪冢山汉墓
［46］

，以及浙江

龙游白羊垅东汉窑址
［47］

等东汉时期的墓葬和遗址中，出土有一些大口、筒腹，装一对饰叶脉纹桥形提耳，器身饰水波纹带或拍

印纹、弦纹、瓦楞纹等纹饰的硬陶或釉陶提筒形器，依细节形态差异可分为三型（图一○），其中较大者高 34.4 厘米，较小者

也高 18.8 厘米。有些简报中将这些提筒形器称为“ 仓”或“井”，这与其安装提耳的造型显然是矛盾的。而若将其与春秋时

期的陶、瓷筒形器以及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所出土的西汉硬陶提筒进行比较，则可以发现其在器型、纹饰等方面与这二者有着

更多的相似性。因此，将这类硬陶、釉陶器归类为提筒形器应当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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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的提筒形器见有南京长岗村五号墓所出土的一件青瓷提筒形器（高 27.1 厘米）
［48］

，以及浙江临安牛上头谢氏家

族墓地 M1 所出土的一件红陶提筒形器（高 16.2 厘米）
［49］

（图一一）。前者制作精美，不仅施用了新式的网格纹饰带，还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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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类似火烧山 A 型原始瓷筒形器和武夷山城村汉城陶提筒 T112 ︰323 的口沿形态，并重新使用了青瓷烧造技术来制作提筒形器

物，俨然是江东地区提筒形器物制作继春秋原始瓷筒形器以来的又一次高峰。后者在器型、纹饰方面与东汉硬陶、釉陶提筒形

器较为相近，但尺寸和工艺都已大为逊色。

基于以上材料，从西汉到六朝，江东地区（包括闽北）出现的提筒形器可以依据口沿形态分为四类：

甲类：子母口或敛口；

乙类：直口；

丙类：微敛口折沿；

丁类：折肩敛口折沿。

其中，甲类与火烧山 A 型原始瓷筒形器的口沿形态相似，乙类与岭南 C 型铜提筒相似，丙类与火烧山 C 型原始瓷筒形器相

似，丁类与江阴、宜兴所出土的春秋时期印纹硬陶筒形器相似。按照原报告或简报中的结论，这四类提筒形器的时空分布如表

一。

表一// 西汉至六朝时期江东地区提筒形器出土情况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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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 类别 质地 出土地点 年代

武夷山城村汉城 T112® : 323 甲类 硬陶 福建武夷山 西汉中期以前

武夷山城村汉城 T113⑱：187 乙类 硬陶 福建武夷山 西汉中期以前

武夷山城村汉城 T5002②：37 乙类 硬陶 福建武夷山 西汉中期以前

武夷山城村汉城 BT29③：28 乙类 硬陶 福建武夷山 西汉中期以前

武夷山城村汉城 T5005③：4 乙类 硬陶 福建武夷山 西汉中期以前

武夷山城村汉城 T5002③：25
［50］

丙类 硬陶 福建武夷山 西汉中期以前

龙游仪冢山汉墓 M50 : 7 等 3 件
［51］

丁类 硬陶 浙江龙游 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髙淳下坝东汉墓 M2 : 22
［52］

乙类 不明 江苏南京 东汉早期

龙游白羊垅东汉窑址 Y1 : 36 丙类 印纹硬陶 浙江龙游 东汉中期

龙游白羊垅东汉窑址T3②：2等11件
［53］

丙类 硬陶 浙江龙游 东汉中期

江宁前郑家边东汉墓 M2 : 12 等 2 件
［54］

丁类 釉陶 江苏南京 东汉中期

歙县西村东汉墓 Ml : 4 等 4 件
［55］

乙类 硬陶 安徽歙县 东汉晚期

南京长岗村五号墓 M5 : 6
［56］

甲类 青瓷 江苏南京 东吴晚期

临安牛上头谢氏家族墓地 Ml :严］ 丙类 红陶 浙江临安 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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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西汉以后江东地区重新出现的陶瓷提筒形器这种形制，其时空分布也不是完全连续的：西汉中期以前只有闽北城村

汉城一处数例，但类别最全；东汉时代散见于丹阳、会稽、吴郡之间的山岭、丘陵地带；孙吴时期在首都建业的墓葬中出现了

精美的青瓷制品；至东晋时所见之例已很稀少，且工艺、尺寸明显退化。

从春秋时期的吴越之地，到闽越国时代的闽北地区和南越国时代的岭南地区，再到东汉—孙吴的江东地区，形制相似的提

筒形器屡屡现身，其传播路线却始终难觅。然而，这一形制出现的规律已经浮出水面：每有提筒形器出现的时代，都是当地地

方政权或地方政治势力崛起的时代，且这些地方全都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南方吴越、百越之地。原始瓷及印纹硬陶筒形器出现于

吴、越始兴的春秋时代江东地区；桥形耳硬陶提筒和铜提筒出现于对抗西汉中央政权的闽越、南越国治下；桥形耳硬陶、釉陶

提筒形器重新出现在地方豪族势力开始壮大的东汉时代，且大多见于山越活动的中心——丹阳郡山岭地带及其周边地方；制作

精美的青瓷提筒形器则出现在割据东南并长期与山越互动的孙氏吴国首都建业的墓葬之中。

当代考古学的族属理论认为，物质文化的特定形制并不一定是连续和随机分布的，而是在族群交流的过程和社会关系的协

调中被积极地制造、维持并策略性操控的
［58］

。物质文化作为社会实践中一种积极的组成部分，既通过人类习性的沉淀参与构建

了人类的能动性，又是人类这种能动性的产物，因此其意义因时而变，取决于其被直接应用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以及特定社会

参与者的立场
［59］

。在以权力关系为特点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中，一定的权力关系正是通过包括物质文化在内的特殊族属历史表

现的维持或改造，来构建符合其需要的特定族群认同的
［60］

。

从这一理论出发，提筒形器在我国古代南方百越之地出现的规律也就可以阐释了：提筒形器应当是当地越人政权或地方政

治势力崛起时，为了构建族群认同，维护统治利益，而利用现有的文化因素制造出来，凝聚着本地族群物质文化传统，并象征

着当世统治者身份地位的特殊高等级器物。

现有的文化因素包括两方面的来源：一方面来源于百越民族共同的物质文化传统，也就是提筒形器这一形制本身以及几何

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烧造技术等，目前已知出现最早的两周时期江东地区的原始瓷筒形器很可能就是提筒形器形制的源头；

另一方面来源于当世当地所流行的文化因素，如江东地区战国时代开始流行的桥形耳、东汉时代开始出现的成熟青瓷烧造技术

和六朝时代开始流行的网格纹饰带等。前者是各地提筒形器相似性的来源，而后者则造就了地域性和时代特色。

当地统治者的统治利益则需要我们结合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理解，如闽越、南越国自立一方时所面对的来自西汉中

央政府的政治压力，东汉庄园经济兴盛时代江东土著豪族对本地基层社会控制力的上升，或孙吴政权对山越族群长期的征服和

消化等。

也就是说，提筒形器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出现，除了文化因素传承、传播的背景之外，还需要具备特定的社会历史条

件。越人的文化因素可能会随着越人的播迁而在江浙、福建、两广甚至越南北部之间传播
［61］

，如小盘口越式鼎、阴线界格三角

雷纹和 S 形夔纹越族甬钟、铜尊腹部的锯齿纹等，就是岭南和江东地区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所共见的文化因素
［62］

，但提筒形器

这一特殊形制在后世的消失和出现则是当时当地的统治阶层出于统治需要而对文化因素和器物形制进行主动选择和“策略性操

控”的结果。

这样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何江东的原始瓷筒形器和岭南的铜提筒明明在形制上如此相似，而两地交通的山、海两路上却缺

乏明显的传播证据。同时我们也能够解释，为何在进入越人北上中原争霸的战国时代以后，原始瓷筒形器会在越墓中消失，而

具有楚地和中原文化因素的原始瓷礼、乐器会大量出现在陪葬品之中了。

作为出现时代最早的提筒形器，春秋时期江东地区的原始瓷筒形器和印纹硬陶筒形器如果继续使用“筒形器”“筒形罐”

“原始青瓷尊”“原始瓷卣”等驳杂而又容易引起歧义的名称，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应比照岭南地区的南越铜提筒，将其统

一正名为“原始瓷提筒”和“印纹硬陶提筒”。而后世江东地区所见的各类提筒形“仓”“井”“筒形罐”等，也应仿此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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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硬陶提筒”“釉陶提筒”“青瓷提筒”等。如此命名，不仅能够更为准确地传达该类器物的器形特征，还有助于我们从更

为宏大的视野下去理解其文化背景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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